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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我国新发展阶段创新需求特征的转变，基础研究强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日益凸显，而政府支持

与人力资本结构在区域基础研究强度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基于 2000-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

统 GMM估计方法，从创新规模、人均创新水平以及创新产出结构 3个维度，探究基础研究强度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动

态影响及政府支持、人力资本结构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总体上看，基础研究强度对区域创新绩效产生显著负向

影响；政府支持、人力资本结构正向调节基础研究强度对区域创新规模、人均创新水平的抑制作用；政府支持会强

化基础研究强度对区域创新产出结构的抑制作用，人力资本结构正向调节基础研究强度对区域创新产出结构的影响。

由此，提出不同区域应全面认识基础研究强度的作用及其影响路径，充分发挥创新管理政策作用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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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问题提出 

创新效率与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密切相关
[1,2]

,是各国、各区域重点关注的核心议题。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我国创新

投入规模持续扩大，研发经费与人员投入呈现出快速递增态势。然而，创新产出尚不能满足经济转型需求[3],技术进步和全要素

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仍较低[4]。有研究发现，我国高端制造业产值占比虽有提升，但是其科技水平相对降低[5]。针对该成

因的探讨成为研究热点且多基于研发投入主体构成、规模等整体视角。伴随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亟需实现由技术模仿跟随

者向技术超越领跑者的角色转换，迫切需要自主创新持续发力，尤其是原始性、基础性创新，这对科技创新政策提出了新挑战，

即需要紧扣时代特征、适应发展阶段转换的系统环境变化。不同类型 R&D 活动对知识生产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6],其

中，基础研究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充要条件[7],是中国产业核心技术实现突破性创新的关键(柳卸林，何郁冰，2011)。党的十九大

报告提出：“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基础研究强度是指从基

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协调发展视角出发，以基础研究投入在研发投入中的占比衡量国家或地区研发投入构成的动态变化。 

在我国研发投入结构中，基础研究投入水平一直相对较低。长期以来，在技术追赶战略驱动下，我国科技政策呈现出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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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性：一方面表现为以外源性技术引进、模仿创新为主导，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全要素生产率趋于下降；另一方面，国内

研发投入以应用研究为主导，试图通过短期研发投入与产出规模的快速扩张实现长期的源发性发展动能转换，但造成各主体行

为方式与发展目标明显背离。虽然从总量上看，我国基础研究投入规模不断扩大，但自 2000年以来基础研究投入占比一直维持

在 5%左右的水平(如图 1所示),而同期美国的基础研究投入占比约为 17.7%[8];与此同时，我国基础研究人员投入占比也一直维持

在低位，在全国 R&D 人员全时当量中，从事基础研究的人员数占比一直处于 10%以下，2018 年为 6.96%,这也可能是造成投入与

产出“量增”而“质不高”的深层次原因。值得注意的是，从区域分布看，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天津、浙江等 6省市 2018

年的 R&D 经费投入强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但基础研究强度分别为 14.8%、7.8%、4.3%、2.7%、4.8%、2.7%,即除京、沪外，皆

低于全国均值。 

 

图 1 1995-2018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内部支出构成 

其引发的问题是，长期处于低位的基础研究强度对创新绩效产生何种影响?以往相关研究多侧重于从基础研究投入的增长角

度验证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及其政策利益，但对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变化带来的创新效应及其在创新过程中的作用路径缺乏深入探

讨。由此，本文尝试探讨基础研究强度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哪些因素影响这种作用的发挥，通过系统梳理基础研究强度与

创新绩效的关联性，丰富相关理论研究框架并为科技政策的分类制定提供依据。 

1 文献回顾 

1.1基础研究强度与创新绩效 

在国家层面，为促进经济增长必然要作出技术来源抉择，即是通过投资基础研究促进国内自主创新，还是依靠直接引进国外

先进技术进入国际市场?从理论上讲，经济增长是由国内基础研究投资带动的内生性技术进步与从国外进口的领先技术共同驱动

的，但对于不同国家和区域而言，由于两者作用程度、作用路径等处于动态变化中，需要结合当下发展阶段的战略需求进行及时

调整。在不同发展阶段，政府需决定基础研究强度以平衡实现增长的两种渠道成本与收益
[9]9]

。 

现有相关理论文献多将基础研究纳入研发驱动增长模型[10,11,12]10-12],关注封闭经济体的基础研究水平如何实现最大化提升。这

实质上是如何配置研发资源以更好地实现经济增长的问题，同时，也是经济学家、政策制定者的重要关注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

究的差异化特征及其在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意义已获得诸多探讨。如在相关经济模型中，内生技术变化模型[13]13]偏重于考察应用研

究特征及其作用机理；部分学者关注了基础研究投入特征及其作用路径
[9,10,11,12,14]9-12,14]

;也有学者从产业维度探讨基础研究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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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作用机理[15]15]。这些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都为深入理解基础研究投入的作用路径奠定了基础。 

目前，国内外研究视角逐渐由研发投入规模转向研发投入结构，关注其对创新及经济增长的影响
[6,16,17,18]6,16-18]

,尤为重视基础

研究的差异化作用，这与经济发展阶段转换产生的内在创新需求紧密相关。一般来说，经济发展程度、国民收入水平越高，基础

研究对经济增长的提升作用越大[19]19],伴随时间推移，基础研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日益显著，对实现重大理论突破、实施创新驱

动均具有决定性作用[20]20]。虽然基础研究投入与成果难以在较短时间内产生直接经济效益，但从长远看，由强大基础研究支撑的

创新系统是构筑企业、区域、国家竞争优势的根基。同时，基础研究投入具有战略性、公益性与先导性等特征(张炜，2016)。对

于企业而言，内部研发与外部技术获取是两种不同的创新实现路径，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也呈现出差异化[21]21],两者并非简单

的互补或替代关系。其中，内部研发能力是构成企业、区域乃至国家内源性发展动力的重要因子，而外部技术获取则有助于短期

内实现模仿创新，进而对不同类型组织产生异质性影响。虽然学术界对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已达成共识，但相关研究多侧重于从经

费投入规模视角切入，对其投入强度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的分析尚显不足。 

1.2政府支持与基础研究强度的创新效应 

受诸多因素影响，基础研究投入的创新效应不同于应用研究。基础研究成果往往难以直接商业化，同时，由基础研究形成的

新知识、新原理等应用不具有排他性，从而引致私人投资激励不足。但由于基础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是政府经费投入

的重要领域。如美国联邦政府是该国基础研究的重要资助者[22]22],其致力于长期经济增长率的提升。因此，深入探讨政府支持对

基础研究强度的异质性影响成为把握基础研究强度作用路径的重要方向。 

政府介入科学技术创新过程不仅源于市场失灵的存在，还在于通过政府的积极作用，完善创新系统结构，弥补要素不匹配带

来的系统失灵(樊良春，2006)。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外部性特征、程度存在差异，因此创新政策的作用结

果也会存在差异。如研发税收优惠政策对应用研究存在过度补贴现象，从而加剧经济系统要素分配失衡；而促进基础研究活动及

其成果向私人部门扩散的激励政策则有助于极大提升社会福利[23]23]。因此，政府支持对创新过程的影响结果取决于不同力量的对

比：一是由政府投入产生的诱发机制有利于创新投入增加并引导企业开展科技创新合作[24]24],从而加速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促进

创新产出增加；二是挤出效应(扭曲机制),政府投入带有较强的倾向性与先导性，可以在创新活动缺乏私人部门激励的领域发挥

引导者职能[25]25],但也可能导致社会资本向特定领域过度集聚。如向应用研究领域过度倾斜时，会引发资本利用低效率现象，进

而抑制基础研究强度创新效应的发挥。因此，政府支持对基础研究强度创新效应的作用具有不确定性。 

1.3人力资本结构与基础研究强度的创新效应 

基于要素禀赋结构的技术选择理论[26]26]指出，特定的技术结构需与要素投入结构匹配[27]27],高素质劳动力更适合开展创新活

动。由于不同研发活动具有异质性特征，基础研究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更大[28]28]。一国或地区的高素质人力资本越丰裕，越有

利于其通过基础研究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人力资本尤其是高素质人才，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中具有核心地位，其影响主要

表现为：一是从自主创新角度，原始创新更需要匹配高素质劳动力，高素质人力资本聚集能显著促进研发效率提升[29]29],是影响

自主创新成效的关键因素；二是人力资本是构成国家或区域技术吸收能力的重要因素，是实现技术吸收与扩散的载体[30]30],其直

接影响引进式创新驱动技术进步的效果。从企业层面看，人力资本可获得性是影响创新能力的关键变量[31]31]。一般来说，企业的

高素质劳动力资源越多，研发活动或创新活动的技术层次也越高，对基础研究的需求越旺盛[32]32]。因此，人力资本结构直接影响

基础研究投入的创新效应。 

综上所述，现有理论研究侧重于探讨基础研究对创新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实证研究注重评价基础研究投入规模对创新

的影响，而对基础研究强度创新效应的关注不足。因此，本文将对以下两个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一是差异化的基础研究强度对区

域创新绩效产生何种影响?二是政府支持与人力资本结构变化在这种差异化影响中扮演何种角色?为此，本文在前期文献梳理基

础上，采用 2000-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深入探讨基础研究强度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为其提供实证注解。同时，从政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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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人力资本结构两个方面研究区域异质性对基础研究强度创新效应的影响，以丰富现有基础研究对区域创新绩效影响的分

析框架，并为相关分类指导政策制定提供借鉴。 

2 模型设计与变量选取 

2.1计量模型设定 

破解创新绩效谜题，关键在于梳理创新投入与产出间的关联机理。因此，本文参考李蕾蕾等[26]26]的研究构建基础计量模型，

将基础研究强度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参考卫平等(2006)、纪雯雯和赖德胜[33]33]等的研究，本文控制了以下变量：①研发人员(rdpit)、

研发经费投入(rdmit),它们是影响创新绩效的基础变量；②区域工资水平(wit),它在要素层面对创新产出发挥重要影响。因此，本

文选择上述主要因素作为控制变量，构建基本计量模型如下： 

 

式中，innovit表示第 i区域 t年度的创新绩效，BRDit表示基础研究强度，Xit表示控制变量系列，vi表示个体固定效应，λi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it表示随机干扰项。 

为了考察政府支持、人力资本结构对基础研究强度创新效应的影响，在基本模型中引入政府支持与基础研究强度

(BRDit*govit)、人力资本结构与基础研究强度(BRDit*hcapit)两个交互项，以期把握区域异质性带来的基础研究强度变化，进而检

验在差异化的政府支持力度、人力资本结构作用下基础研究强度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是否发生变化。由此，构建总的计量模型

如下： 

 

创新绩效在时间上存在一定连续性，表现为当期的创新绩效往往对后期创新绩效产生动态影响。因此，本文在构建动态面板

模型后，采用系统矩估计(sysGMM)方法估计基础研究强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以解决内生性问题。另外，限制工具变量最大滞后

长度不超过 3期，以提高 Sargan检验效果的准确性。 

2.2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区域创新绩效(innovit),从创新规模(PAit)、人均创新水平(PAPit)、创新产出结构(PAIit)3个维度考察。基础研

究投入通过多路径产生的创新效应集中体现在区域创新产出上，专利作为最常用指标，是企业、区域创新绩效的重要体现，而现

有研究大多采用专利数量(总量与均量)衡量创新产出。考察区域层面的创新绩效，需要更开阔的观察视角，因此本文尝试从规模

与结构维度进行综合考察。其中，结构维度侧重于相对价值更高的发明专利占比情况，可以充分反映区域创新绩效特征。因此，

本文采用区域专利申请授权数、每万人专利申请授权数、发明专利申请授权占比分别测度区域创新规模、人均创新水平及创新产

出结构。 

核心解释变量：基础研究强度(BRDit)。借鉴相关文献做法(许治，2008),使用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研发经费内部总支出的比

重予以衡量，以进一步探讨基础研究强度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是否因政府支持力度、区域人力资本结构不同而存在差异性。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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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参考叶祥松、刘敬等[20]20]的做法，采用各区域内部研发经费中政府资金占比体现政府支持强度(govit);借鉴李蕾蕾等[26]26]、朱

承亮等[29]29]的方法，使用各省域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人口占比测度区域人力资本结构(hcapit),以体现区域高素质人力资本禀赋

特征，这也是反映我国人口结构演化趋势的重要维度。高素质人才是构成新人口红利的基础，也是开展创新活动的重要条件。创

新产出是创新投入的结果，因此对创新经费、人员投入因素进行控制十分必要。其中，研发经费支出(rdmit)采用各省市研发经费

内部支出额衡量，以直接反映各区域创新活动经费投入规模；研发人员投入(rdpit)使用各省市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衡量；区域工资

水平(wit)使用各省市平均工资衡量，以探析其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 

2.3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采用 2000-2018年中国内地 30个省市(西藏因数据不全未纳入统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其中，各省市专利申请授

权数、发明专利申请授权数、R&D经费内部支出、R&D人员全时当量、R&D经费中基础研究支出、R&D经费支出中政府资金投入等

主要基础数据均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1-2019年);总人口数、平均工资水平、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等基础数据来自《中

国统计年鉴》(2001-2019年),所有变量均经自然对数化处理。表 1为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表 1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PAit 570 8.827 1.707 4.248 13.078 

PAPit 570 2.971 1.412 0.261 6.351 

PAIit 570 2.498 0.563 0.436 3.763 

wit 570 10.266 0.7139 7.717 11.89 

rdpit 570 10.648 1.241 6.743 13.545 

rdmit 570 13.658 1.651 9.025 17.113 

BRDit 570 10.633 1.626 5.631 14.837 

BRDit*govit 570 4.655 1.104 2.585 7.461 

BRDit*hcapit 570 3.653 0.985 0.59 6.583 

 

3 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3.1平稳性检验 

首先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其中，变量 rdmit、rdpit为不平稳系列，经一阶差分处理后转为平稳系列；变量 PAit、PAPit、

PAIit、wit、BRDit、BRDit*govit、BRDit*hcapit的原系列皆平稳。 

3.2回归结果与分析 

表 2 是研究期内基础研究强度对创新绩效影响的估计结果。总体来看，序列 Arrelano-Bond 的相关检验结果表明，一阶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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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方程的残差项存在显著的一阶序列相关，不存在二阶自相关，满足系统 GMM估计所需的矩约束条件。模型 Sargan的过度识别

检验值 p表明，没有拒绝工具变量选择，满足过度识别的约束条件，意味着工具变量选取有效。模型 1～4、模型 5与模型 6 对

应的列分别是以创新规模、人均创新水平、创新产出结构作为被解释变量的相关回归结果。其中，模型 1是基于研发经费投入、

研发人员投入、工资水平等构成的基础模型估计结果，模型 2是引入基础研究强度变量后的估计结果，模型 3～4是分别引入基

础研究强度与调节变量交互项后的估计结果。 

表 2回归结果 

变量 Model1 Model2 Model3 Model4 Model5 Model6 

L.innovit 0.975***(0.035) 0.997***(0.037) 0.999***(0.035) 0.967***(0.032) 0.950***(0.040) 0.954***(0.110) 

rdpit 0.178*(0.094) 0.062(0.096) 0.168*(0.093) 0.176*(0.094) 0.180**(0.094) -1.781***(0.680) 

rdmit -0.184(0.114) -0.016(0.098) -0.182(0.113) -0.112(0.109) -0.115(0.109) 3.513**(1.529) 

wit 0.161***(0.061) 0.142**(0.066) 0.135**(0.061) 0.056*(0.061) 0.087(0.068) -0.145**(0.061) 

BRDit  -0.082*(0.049) -0.134***(0.043) -0.527***(0.132) -0.521***(0.131) -0.053***(0.101) 

BRDit*govit   0.073**(0.031) 0.137**(0.069) 0.143**(0.064) -0.125*(0.070) 

BRDit*hcapit    0.251***(0.071) 0.246***(0.068) 0.274***(0.071) 

AR(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9 

AR(2) 0.107 0.122 0.111 0.201 0.204 0.206 

Sargantest 0.447 0.195 0.292 0.307 0.448 0.498 

观测值 540 540 540 540 540 540 

 

注：括号中为标准误；*、**、***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AR(1)、AR(2)、Sargantest、Hansentest报告对应的

p值统计量；模型 1-4为以专利申请授权数测度区域创新绩效的估计结果；模型 5、模型 6分别以每万人专利申请授权数、发明

专利申请授权数占比测度区域创新绩效的估计结果；行对应各模型因变量滞后项的回归结果；回归中包括常数项，但未报告 

模型(1)-(4)的估计结果显示，从控制变量对创新规模的影响看，研发人员投入、工资水平均对创新绩效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而研发经费投入变量的影响为负，但统计上不显著，可能是由研发经费投入产出率不高或投入结构失衡造成的，说明研发经费投

入增加并未有效促进创新产出，这与严成樑、龚六堂[6]以及于惊涛、杨大力[3]的研究结论相似。 

模型 2考虑了核心解释变量基础研究强度的作用，回归系数在 10%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样本期内基础研究强度与区域创新

规模间存在较显著的负相关性。一方面，这与较长时期基础研究强度的低位锁定现象有关，另一方面，从各省(市)情况看，研发

强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六省市中，除京、沪外，其它地区的基础研究强度均低于全国均值。其中，广东、江苏、浙江、天津皆

为我国工业化水平较高区域，研发经费占全国总经费的 36.3%,但基础研究强度并不呈相应比例，且研发投入中政府投入占比也

偏低。目前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主体仍为政府，尤其是以中央财政资金为主，这也是部分经济发展欠发达省域基础研究强度相对较

高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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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3与模型 4的回归结果表明，引入交互项后，控制变量符号未发生显著变化，表明结果稳健。基础研究强度变量的估计

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交互项的引入强化了基础研究强度的影响，其中，基础研究强度与政府支持交互项回归系数在

5%水平下显著为正，基础研究强度与人力资本结构交互项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政府支持力度加大、高素质人力资本

水平提升可以有效激发基础研究强度对区域创新规模的积极影响。首先，从政府支持的作用看，由于创新活动具有一定外部性，

尤其是基础研究，政府投入可产生较强的技术外溢效应，这是实施政府干预必要性的理论基础。同时，政府研发支持往往具有较

明显的产业偏好，与不同时期的战略产业选择紧密相关。如 2018年政府研发资金主要投向的产业为计算机通信和其它电子设备

(22.3%)、铁路船舶航空航天业(15.9%)、专用设备制造业(8.2%)等，这些领域的技术研发更注重长期战略价值。基础研究强度与

人力资本结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各省市人力资本尤其是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的提升，显著促进基础研究强度对

区域创新绩效的积极作用。 

模型 5 与模型 6 分别从人均创新水平、创新产出结构两个维度，探讨样本期内基础研究强度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估计

结果表明：从人均创新产出维度看，核心变量系数及其显著性水平与模型 4创新规模维度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说明从总量和均

量维度看，回归结果具有较高稳健性。而从模型 6创新产出结构维度的估计结果看，呈现出一定独特性：首先，研发人员投入对

区域创新产出结构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对研发经费投入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与创新规模、人均创新水平维度的考察结果相反，说

明研发人员投入尚无法满足提高创新产出的目的，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创新产出结构优化，这可能与人力资本供需不匹配

有关；其次，基础研究强度在 1%水平下对区域创新产出结构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基础研究强度与政府作用交互项在 10%水平下

对区域创新产出结构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与其对创新规模、人均创新水平的影响效果不同，说明政府支持力度加大并未促进

基础研究强度对区域创新产出结构的优化，与张杰、郑文平[34]的研究结论相似，这可能与政府研发经费的投入结构有关。在我国

R&D经费内部支出构成中，政府投入持续增加，但占比整体呈下降趋势，2004年为 26.63%,最近几年基本稳定在 20%左右，2018

年为 20.22%。其中，约 81.87%的政府资金流向研究与开发机构、高等学校，而且呈现出较显著的区域差异。如经济较发达的东

部地区，其研发经费内部支出的 18.47%为政府资金，而西部地区则为 33.73%,这与不同区域研发投入规模差异有一定关系。从部

门研发投入结构看，企业、研究与开发机构、高等学校研发经费内部支出中用于基础研究的比例分别为 0.22%、15.72%、40.46%。

另外，具有偏向性的政府支持可能一方面能激发企业的策略性创新行为[35],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企业技术开发质量[34]。

基础研究强度与人力资本结构交互项在 1%水平下对区域创新产出结构发挥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区域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有助于强

化基础研究强度对创新产出结构优化的积极作用。 

4 研究结论与启示 

现有研究在描述和解释创新绩效影响因素时存在一定缺陷，侧重于从研发经费、研发人员投入规模与结构、投入主体、开放

度等不同角度进行分析，对基础研究支出规模的作用程度与方向的关注度较高，但忽视了基础研究强度变化产生的创新效应及

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以上思考，本文运用 30个省市 2000-2018年面板数据，检验基础研究强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政府支

持、人力资本结构对其创新效应的调节作用。主要结论如下：①从整体上看，在研究样本期内，基础研究强度对区域创新绩效的

动态影响呈现出显著抑制作用；②政府支持、人力资本结构对基础研究强度的创新效应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基础研究强度对创新

绩效的影响可以通过调整政府支持力度、人力资本结构产生正向促进效果。政府资金投入正向调节基础研究强度对区域创新规

模及人均创新水平的积极影响，但无法强化基础研究强度对区域创新产出结构的正向影响；区域人力资本结构，尤其是高素质人

力资本比重提升能显著强化基础研究强度对区域创新规模、人均创新产出水平、创新产出结构的积极影响。 

上述研究结论进一步丰富了基础研究强度影响区域创新绩效的内在机理分析框架，对我国科技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本文的政策启示如下： 

第一，在不断加大 R&D经费、R&D人员投入的同时，重视基础研究强度对创新绩效，尤其是长期创新活动的积极影响，持续

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加快走出基础研究强度长期低位徘徊的窘境，满足新发展阶段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内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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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高效发挥政府的支持作用。目前政府对创新活动的支持侧重于加大要素投入，其虽然对扩大创新产出规模具有显著促

进作用，但对优化区域创新产出结构产生一定抑制作用。这既与目前创新产出评价重“量”而轻“结构”的导向有关，也与不同

价值创新活动的异质性相关。伴随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的核心作用日益凸显，需要重新审视政府

资金投入的先导作用，从转变政府经费投向与方式、完善创新成果评估体系入手，促进高价值发明专利等创新成果产出，不断提

高我国在核心技术领域发明专利的拥有量。 

第三，充分释放新人口红利，关注人力资本与创新需求结构匹配。从空间维度讲，逐步扭转现有研发体系人力资本结构与配

置失衡问题，尤其是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人力资本禀赋尤其是高素质人才往往相对稀缺，极大限制了基础研究强度作用的发

挥，这是制约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效率提升的突出问题。同时，还应关注组织维度的结构匹配问题。我国的高学历人力资本大多集

中于高校与研究机构。如 2018 年博士毕业并从事 R&D 的人员中，87.63%的人流向高等学校(占 68.82%)以及研究与开发机构(占

18.81%)。这是因为其目标导向与企业存在显著差异，在相当程度上难以充分发挥人力资本作用，即人力资本稀缺与组织冗余现

象并存。因此，需进一步探索与完善人才流动激励机制，加快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如养老、医疗、教育等)供给一体化网络，同时，

针对其影响路径与结果开展更多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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